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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曹教授，1986 年 9 月 12 日，上海市科

协下发文件同意成立上海市抗癌协会。您当时刚担任

肿瘤医院副院长，是如何参与到协会筹备中的？为什

么要成立这个协会？

1986 年 9 月 12 日那份文件，我记得很清楚。科

协（86）字第 120 号文，批复同意成立“上海市抗癌

协会”。当时我刚被任命为肿瘤医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很快就接触到了这件事。经过 1986 年 9 月 26 日及

1987 年 9 月 8 日的两次协商会议，大家讨论了上海是

抗癌协会领导机构人选及有关成立大会的事宜，最后

决定在 1987 年 10 月 18 日召开成立大会。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协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我们发现仅靠几家肿瘤专科医院，根本应对不了恶性

肿瘤对人民健康的威胁。

那时社会上“谈癌色变”太严重了。有人频繁

到玉佛寺、龙华寺烧香，求“家人千万别生癌”；有

人怕被“传染”，不愿坐经过肿瘤医院的 49 路公交车；

有些家属发现患者有症状，却瞒着不告诉本人；更有

极个别的住院患者，会在凌晨跳楼。

作为医生，我们心里很清楚：癌症不是不治之症，

早诊早治、综合治疗，很多患者可以康复。但这些知

识，老百姓不知道。

所以协会的宗旨就是八个字：面向群众，服务

社会。上海市抗癌协会成立的时候，定义就是一个群

众性的组织。它的任务就是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团结全市一切热心抗癌事业的各界人士，大力开展防

癌宣传，普及抗癌知识，组织各项抗癌活动，面向群

众，服务社会，为促进全市癌症防治事业的发展，提

高全市癌症防治水平而努力。

不是等人生病了来找我们，而是我们主动走出

去，告诉大家怎么预防、怎么早发现、怎么科学治疗。

这个理念，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从一份文件到一本杂志：曹世龙教授讲述 
上海市抗癌协会的诞生

曹世龙教授曾任原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校长、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是国内肿瘤放射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于 1982

年获得瑞典皇家医学院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获此学位的学者

之一。曹教授毕生致力于鼻咽癌放射治疗及放射生物学研究，在流式细胞术、

肿瘤细胞增殖动力学及抑癌基因与放射敏感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由其主

编的《肿瘤学新理论与新技术》曾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如今，他仍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及《中国癌症杂志》名誉主编。

“抗癌征程·薪火相传”——上海市抗癌协会 40 周年特别访谈·对话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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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1987 年 12 月 18 日，上海市抗癌协会

在肿瘤医院大礼堂正式成立，谢丽娟副市长出席。作

为成立大会的主持人，您对那天还有哪些记忆？

那天的大礼堂坐得满满的！谢丽娟副市长来了，

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同志来了，市科协的领导也来了。

我站在台上主持，看着下面那些熟悉的面孔——

顾绥岳教授、李月云教授、汤钊猷教授、俞鲁谊教授、

刘泰福教授、许良中教授……上海肿瘤学界的老前辈

们都到了。那一刻我特别感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不是为了评奖，不是为了晋升，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把上海的抗癌事业做好。 

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芮杏文、江泽民等同志都很

关心和支持上海市的肿瘤防治工作。芮书记寄语协会：

“加强防癌抗癌工作，为提高我市人民健康水平而努力”。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一定要重视抗

癌工作，努力消除各种致癌因素，加强防治，减少发病，

提高全市人民健康水平”。当我看到市委领导同志的亲

笔指示时，非常激动，决定要动员和组织全院同志努力

把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送到肿瘤患者身上。

协会成立后，常设机构挂靠在肿瘤医院。大家

推选许良中教授任理事长，我和高玉堂、余新生等 8

人任副理事长，我还兼任秘书长。说实话，我当时医

院工作已经很忙了，但这件事，再忙也要做。因为它

关系到千家万户。

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本市癌症防治工作进入到了

新阶段的开端。协会成立当天，我们还出版了《上海

市抗癌协会成立纪念册》。这本小册子记录了一个时

代的开始，我到现在还珍藏着。

本刊：1988 年 3 月，协会创办了国内第一本

抗癌科普杂志——《抗癌》。您提出“不以盈利为目

的”，还规定“每发一篇学术论文，同步写一篇科普

文章”。这个点子是怎么来的？

想到这个点子，其实也算是形势所迫。

当时院办助理编辑秦娟同志向我反映，杂志稿

源紧张，约稿困难，办不下去。我就在想，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除了邀请专家撰稿外，

要求每位在学术期刊《中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的中

青年医师，同步撰写一篇与论文内容相关的科普文章，

发表在《抗癌》杂志。

为什么这么要求？因为我觉得，一个医生如果

能把深奥的学术论文用通俗的话讲给老百姓听，说明

他真正理解了这个病的本质。科普不是“小儿科”，

而是对专业能力的更高要求。你搞肺癌研究的，能不

能用三句话说清楚肺癌怎么早发现？你说不清楚，说

明你还没真懂。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中青年医生们积极响应，

将高质量的科普文章源源不断送到编辑部。杂志的内

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贴近患者需求。

我对编辑部的同志说：“我们创办这本科普杂

志绝非为了盈利，一定要以最低成本价送到全市广大

肿瘤患者及其家属手中，让他们逐步了解科学抗癌的

知识。”

一本薄薄的杂志，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我希望《抗癌》杂志永远记住这个初心。

本刊：1987 年 12 月 13 日，协会成立前 5 天，

肿瘤医院举办了首届“向社会开放日”，来了 1672

位市民。当时为什么搞“开放日”？这个活动后来和

协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搞“开放日”的想法，是我和几位科主任反复

讨论后决定的。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医院太封闭了。

我们只关注门诊、病房的常规诊疗，很少主动向社会

宣传科学抗癌知识。

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肿瘤治疗不光是开刀，

还有放疗、化疗、免疫治疗、中西医结合。很多人不

知道，我们放疗技术人员深夜还在为患者治疗。很多

人不知道，精准的病理诊断对治疗有多重要。

所以我说：“肿瘤医院除开展常规工作外，应

主动向社会开放！”在院党委和全体职工支持下，我

们决定每年 11 月第一个星期日全天设为“向社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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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日”。这在当时国内医院是首次。

1987 年 12 月 13 日，第一个开放日。那天大清早，

我和几位同志站在大门口迎接市民。来的人不光有上

海的，还有从江苏、浙江、安徽，甚至黑龙江、云南

赶来的。当天来了 1672 人！

看着大家走进平时进不去的放疗机房，看着病

理科张仁元教授拿着肺癌标本讲解“吸烟导致的黑

点”，看着大礼堂里专家讲抗癌知识被掌声打断，我

心里特别踏实。

上海市卫生管理相关部门也受到启发，在每年 4

月开展上海市肿瘤防治宣传周，再过几年国家层面推

进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坚持开展坚持至今，肿

瘤防治宣传周系列活动也成了协会科普工作的重要品

牌。

本刊：40 年来，您亲眼见证了上海老百姓对癌

症认知的巨大变化。从 80 年代家属要求“别告诉他”，

到现在患者主动问“我是什么分型、有没有靶向药”。

在您看来，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什么？协会的科普工作

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科普宣传工作也确实作

出了巨大贡献。

变化太大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80 年代，患者来了，家属第一句话往往不是问

怎么治，而是“要不要告诉他本人？”很多家属要求

我们瞒着患者。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得了癌症就

是判了死刑，知道了反而死得更快。

现在呢？患者会主动问：“医生，我这个是什

么分型？有没有靶向药？要不要做基因检测？”家属

会和医生一起研究治疗方案，讨论利弊。这个变化太

了不起了！

这种变化的核心，我认为是“主动权”的转移。

过去，抗癌是医生一个人的战斗，患者是被动

的接受者；现在，通过科普，患者和家属也加入了战

斗。他们知道要早查早诊，知道要综合治疗，知道要

科学康复。这种“主动参与”的意识，是抗癌事业最

大的进步。

以前“癌症”这两个字，在很多家庭是禁忌，

不敢提，不敢说。现在，我们《抗癌》杂志每年发表

数十篇文章，医务工作者争先自发投稿。每年的肿瘤

防治宣传周，“抗癌如是说”等科普活动传播量几

百万，线下义诊市民排着队来咨询。

上海市抗癌协会一直在做的，就是搭建这座桥

梁——把写在论文里的“天书”，变成老百姓能听懂

的家常话。从恐惧到科学面对，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

与，这是上海这座城市抗癌史上最伟大的进步。

本刊：您在自传中特别提到，即使在“文革”期间，

肿瘤医院的“多学科讨论会”也保留了下来。这种

MDT 传统，后来如何通过协会平台推广到全市？为

什么您一直强调“单打独斗治不好肿瘤”？

这是我几十年临床经验最深的一点体会。

肿瘤医院有个好传统，就是强调“综合治疗”。

每周都有固定的头颈部肿瘤讨论会、胸部肿瘤讨论会。

放射治疗科、外科、妇科、化疗科、中医科、病理科

的负责医师都参加。各科都可以提出疑难病例，大家

坐在一起讨论，决定治疗方案。

这个制度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被冲垮。

现在叫 MDT（多学科综合诊疗），当时我们就是这么

做的。张去病教授、刘泰福教授、李月云教授、顾绥

岳教授这些老前辈，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但都是

为了患者。讨论完了，该放疗的放疗，该手术的手术，

该化疗的化疗，配合得非常默契。

为什么必须多学科？因为肿瘤太复杂了。它长

在哪个部位、什么病理类型、发展到什么阶段、患者

身体状况如何，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决定最佳治

疗方案。外科医生觉得能切就是老大，内科医生觉得

化疗才是根本，放疗医生觉得自己的射线最厉害——

这都是不对的。真正的高手，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

么武器的人。

后来我做院长，特别强调多学科协作。协会成

立后，我们也通过学术会议、培训班，把这个理念推

广到全市。现在上海各大医院都搞 MDT，这是非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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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现象。

本刊：1988 年夏初，您力主创建了每周五天的

“肿瘤专家门诊”，一直延续至今。您后来在自传中

写道：“这是我在肿瘤医院工作几十年里，最满意的

一件事。”为什么？

这件事的起因很偶然。一天中午，我回办公室

时，看到上海市肿瘤研究所门口站着七八位高龄教

授和科主任，正等车。我问他们要去哪里，得知他

们要前往杨浦区肿瘤医院，参加每周一次的“肿瘤

专家门诊”。

我边走边想：既然我们医院专家资源充足，为

什么不能把专家门诊从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五天？这

样患者能更及时地解决问题，减轻经济负担。患者家

庭出现重症，经济压力陡增，能早点确诊、早点治疗，

就能省不少钱。

1988 年夏初，专家门诊正式每日开诊。挂号费

和其他兄弟单位保持一致，坚决不搞高价门诊。没过

多久，挂号的患者越来越多。患者和家属反映：“每

天都能来这儿看病，太方便了！能早点确诊、安排治

疗，还省了不少钱。”有位患者家属说：“这样我就

能早点回单位上班了，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这件事让我最有成就感？因为它实实在

在方便了老百姓。每天安排大批优秀医师，以最快速

度为肿瘤患者诊治，这本就是医院该做的事。 它不是

高深的科研，不是复杂的行政管理，就是最朴素的“为

患者服务”。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当医生、

当院长，值了。

本刊：您在自传中提到，培养研究生时曾因为

一次实验结果不理想，放弃了本来领先国外两年的成

果发表。这个决定当时一定很艰难。您从这件事中得

到了什么教训？对现在的年轻医生有什么启示？

你说的是晓颖的那次研究吧。这件事我一直

记着。

当时我们研究肺癌细胞中某个抑制基因的放射

敏感性，晓颖做了大量工作，成果非常好，明显领先

国外同行。但最后有一个关键实验，重复不出来。

我决定叫停发表。晓颖当时很着急，觉得已经

领先了，放弃太可惜。我对他说：“科学研究不是赛跑，

不是谁先发表谁就赢。如果你发表的东西别人重复不

出来，那就是学术垃圾。你可以骗过一时，骗不了科

学共同体，骗不了历史。”

后来我们坚持没有发表那篇论文。两年后，国

外才有学者发表了相同的结论。

从这件事我得到一个教训：科研容不得半点侥

幸。 你的一次将就，可能会误导无数后来者。现在晓

颖在美国做研究，还经常提起这件事，说“曹老师教

会了我什么是科研的底线”。

所以我对所有研究生都这样要求：做人要诚实，

做学问要踏实，做实验要扎实。这三条，一条都不能少。

本刊：作为协会创始人之一，如果请您对现

在的中青年肿瘤防治工作者提几点建议，您最想说

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幸福多了。他们有达

芬奇机器人，有质子重离子，有各种靶向药、免疫治

疗药物，能让晚期病人生存好几年。这些都是我们当

年想都不敢想的。

但我总担心一点：他们离病人太“远”了。 整

天看数据、看片子、看病理报告，却忘了病人是一个

活生生的人。病人会痛、会怕、会焦虑，他们的家人

也会无助、会崩溃。

所以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永远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人，不是病。 

多听他们说几句，多和他们解释几句，多给他们一些

鼓励。这些“多出来的时间”，可能比你的治疗方案

更有用。

第二，永远不要停止学习。 肿瘤学发展太快，

你今天引以为傲的知识，明天可能就过时了。我退休

20 多年了，还在看文献，还在学新东西。

第三，永远不要单打独斗。 肿瘤治疗是团队作战，

多和同事讨论，多听听不同意见。MDT 这个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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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传承下去。

第四，永远不要忘记科普。 治好一个患者，只

能救一个人；做好科普，能救一群人。在发学术论文

的同时，也多为《抗癌》杂志写写稿子，多去社区讲

讲科普。这是我当年定的“规矩”，希望你们坚持下去。

第五，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学了

很多国外的东西，引进了很多国外设备，但最终要服

务的是中国患者，要走的是中国道路。

本刊：站在 40 周年的节点上，您认为上海抗癌

事业的下一个 40 年，最需要在哪个领域取得突破？

是新技术、新药物，还是别的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突破可能不是某个新药、某项

新技术，而是对 “生命整体”的认知和关怀。

肿瘤不是孤立的肿块。它是身体的病变，更是

心理的创伤、家庭的负担、社会的压力。未来的抗癌

事业，一定是“整合医学”的时代——把最前沿的技

术和最温暖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

有几个方向很重要：

一是早筛早诊。很多肿瘤如果早期发现，治愈

率极高。但老百姓对筛查的接受度还不够，医保政策

对筛查的支持还不够。未来 40 年，要在全社会建立

完善的肿瘤早筛体系。

二是康复支持。治疗只是第一步，康复是漫长

的过程。心理疏导、营养支持、功能锻炼、回归社会，

这些都需要专业指导。我们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

三是临终关怀。不是所有患者都能治愈。让他

们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减少痛苦，陪伴家人，这

是医学的最后一道防线。我 1988 年去加拿大参观过

临终关怀病房，很受触动。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四是中西医结合。这是我院的传统优势。未来

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把中医药对肿瘤治疗的作用机理

研究清楚，让中医药在肿瘤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总之，下一个 40 年，我希望上海的肿瘤防治事业，

不仅有“技术的高度”，更有“医学的温度”。让我

们共同努力，把“抗癌”变成一种理性的、有尊严的

科学管理，而不是一场绝望的挣扎。


